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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的发展机制研究 

王婧 

【摘 要】:传统生计不仅是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新时代背景下，

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特、小、散、弱”的格局需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用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新型的生产结

构。当前，传统生计发展存在着传统技术式微，农户组织化建设难，以及乡土工业弱等问题。为此，发展传统生计

需依托自我传习、人才返乡、科技下乡等方式修复重建特色的“森林-山地”生态复合生计；扶持家庭农场，借助

合作社、县域电商等新型网络化组织来整合小农户经营；并积极创建适宜的农工产业体系扭转“弱”的现实，“技

术、组织、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可助力西南区域传统生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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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谈发展，绕不开对传统生计的研究。虽然，当前农业的比较效益已经到了一个低谷时代，但是传统生计对于广大的农民、

农村来说，意义依然重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半工半耕”的状态将长期维持，农业虽不能为农民家庭带来足够的收入，却是

一份基础性保障，承载着几亿农户的家庭就业和发展;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和已经完成、部分完成乡村工业化的东部发达农村相

比，西南地区多为不具备区位优势，也缺少资源，以传统生计为主的普通农村，这部分地区应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优先考虑的

对象;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生态文明价值观成为主流。在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农业的生态可持续性

发展已经提上日程。西南地区传统生计中包涵了诸多生态智慧，如果能传承修复这部分生态智慧，将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组织

管理、政策制度等相融合，中国农业经济将会迎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并可引领新一轮的社会变革。 

现阶段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具有“特、小、散、弱”的特点，有传统优势，但总体经济发展滞后。“特”意指西南地区的传

统生计自成体系，具有高效利用“森林-山地资源”的特点，其中以森林的循环利用、梯田（水田）的开发尤为重要。典型代表

有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云南花腰傣的森林-梯田-河流的利用管理方式，哈尼族的梯田垂直利用体系，贵州苗族、侗族等民族

的传统生计
1
，至今还发挥着保护地方生态系统的作用。“小、散”指的是受多元复杂地理环境的影响，西南的传统生计以“马赛

克分散型”的小中规模农户为主，大多不具备沿海地区的规模化、集中化农业种植条件;也意为分田到户后，农户的组织化水平

                                                        
1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南地区生态知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号：14XJC84000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婧，女，社会学博士，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

究。 

本文所指的“传统生计”是复合型生计，它包含了固定农耕、游耕、畜牧、采集、狩猎等生计类型不同比例、不同层次的有机

组合，是特定民族高度适应其所在的生态系统，世代沿袭的可持续性谋生手段。 

 “半工半耕”的状态为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妇女留守农村务农。近 20 年，中西部的工业化很难将农民工全部变成市民，

而农民工无法短期内完全摒除传统生计，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仍将长期存在。 

西南地区的传统农业生计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北方的传统游牧、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相较，也可称

之为一套独特体系。 

尹绍亭：《人与森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崔明昆：《象征与思维——新平傣族的植物世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5页。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25 页。 

崔海洋:《人与稻田——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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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呈现原子化状态。“弱”指西南地区农业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不足，突出表现在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和市

场对接失灵，农业和工业体系不匹配等问题较为严重。 

如何发展西南的传统生计及相关产业？“特”的优势如何传承发展？“小、散”的格局如何整合改进？“弱”的局面如何

扭转打破？带着这些问题，2014-2018 年间，笔者先后在云南、贵州、四川的部分县域、乡镇及村落展开调查，总结现阶段西南

地区亟待传承和发展的生计类型，思考当地人群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可能的技术、组织、制度设计是怎样，探索西南地区传统

生计的发展机制。下文将基于本土智慧来谈如何实现传统生计的发展，从技术、组织、产业三个层面入手，以期助力传承西南

“特”的传统，转化为经济优势，突破“小散”的局限性，扭转农业相关产业“弱”的现实，为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

友好型乡村建言献策。 

二、传承修复特色“森林-梯田”技术 

发展传统生计首先需厘清其核心及特点。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纷繁复杂，有森林刀耕火种、水田稻作、园圃农业、渔业、

林业、手工业、家畜饲养等，多数高度因适应“森林-山地”生态系统而绵延至今。“森林-梯田”技术最具代表性，包括养护利

用森林和改森林为梯田（水田）。森林的养护利用体系包含了深刻的智慧，表现在:第一，培肥、积肥保证森林肥力。传统的游

耕、游牧中有大量“积肥”的技术。第二，对森林、土地类型的划分，进而循环利用。如云南基诺族将土地分为三种类型进行

轮歇，并以村寨为中心，将森林划分为护寨林、水源林、神林、刀耕火种地，这种认知和土壤科学普查结果高度一致④。第三，

林下种养殖、轮作和间作技术。较为普遍的有，林下种植中药材、菌类，林下养殖家禽等。轮作技术也非常发达，如多种作物

混作，不同土地类型轮作。间作包括林粮、林菜、林果间作等。在森林利用方面，即使是在贵州省麻山石漠化地区，苗族的传

统生计也可以巧妙地、持续利用岩溶盆地环形山脊，在石缝中寻找苗木的立地位置，通过刀耕火种帮助加速山脊从石漠化向丛

林生态群落演变。 

西南山地民族经营水田的历史悠久，梯田（水田）技术也非常重要。垦山为田难度大，能保留下来的梯田便十分珍贵，是

代际相传的农业文化遗产。西南梯田仿天然泽生生态系统，具有林粮兼营、复合经营、生态维护等特点。在侗族居住地区，田、

塘、河网、村寨的构建，是对森林生态系统高度仿生的智慧。在具体的稻作技术中，选用的糯稻品种，既可抗风险、减灾、防

灾，也可规避梯田脱水，保证“小水库”生态功能。梯田中有稻鱼鸭共生模式，充分利用各种生物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和谐

共存。一般来说，人均 1-2 亩的水田就可以满足一户四口之家的基本口粮，不会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过多的压力。如今，还有

部分民族变换方式，沿袭传统生计方式，循环利用“森林-山地”资源，这说明传统技术依然具有生命力，不能摒弃。 

现如今，“森林-梯田”的传统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逝。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典文化对森林有一种敌视，这和政治统

治在某种程度上密切相关。另一种说法是，后期与“以定居农耕文化”相关的知识体系被高度宣扬，而围绕森林、山地、草原、

河谷等形成的独特的“小众知识体系”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或贬低。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曾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经济效益低

的方式。随着社会快速转型、市场经济渗透，“森林-梯田”的传统技术不断丧失，陷入预想发展而又无力发展的两难境地。用

现有的经济产值来说明这一问题，除去西藏为高原地区，西南其他四省的林地占到农用地面积的 50%以上，但是林业、林下经济

产值却不成比例相应提高。2015 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林业产值占 4%，西南林业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 5%，仅略高于全国

水平，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贵州林地占到农用地面积的 60%左右，2015 年林业产值占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的 5%，林下经济产值占 3.5%
2
。林下种养殖、轮作和间作技术大量消亡。不仅如此，关于梯田的传统技术也因经济效

                                                        
2这两方面内容在本文中统称为“森林-梯田”技术。 

尹绍亭：《人与森林》，2000 年，第 159-166 页。 

崔海洋:《人与稻田——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研究》，第 202 页。 

杨庭硕:《杨庭硕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4 页。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 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页。 

王婧:《牧区的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5-190 页。 

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2016 年贵州省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224-225 页；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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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高而备受冷落，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经营梯田，即使梯田的存续难如登天，且被视为“万年桩”，有的地方依然选择废弃，

实属可惜。 

表 1 2015 年全国及西南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地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全国 107056.4 57635. 8 4436.4 29780. 4 10880. 6 

西南地区 14387. 2 8051.3 723.1 4830 423.2 

重庆 1738. 1 1033. 7 60.4 542.9 74.9 

四川 6377. 8 3335. 5 205.8 2515.6 210.5 

贵州 2738. 7 1772. 6 137.7 665.2 55.9 

云南 3383. 1 1841.5 317.1 1031.0 81.7 

西藏 149.5 68.0 2. 1 75.3 0.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39 页。 

 

在此剧变之际，传承并修复“森林-梯田”技术已十分迫切。要真正地传承一种生态技艺，离不开当地民族的自我传习。费

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应具备对其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能力。西南地区的

民族应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特别是生态文化方面，培育“生态文化自觉”，提高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和发展的能力。在追

赶现代化的道路中，中国社会普遍形成一种社会性焦虑，总认为自己的传统技术不好，总希望用外来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其实

学来学去，还不如回归民族的传统技术。就连美国当前用“刀耕火种”方式更新过熟森林，也是不折不扣地回归到传统的“游

耕”文化生计模式。虽然中国很多地区无法回到刀耕火种、游耕，但是传统技术中将林业和农业结合利用、轮歇、轮作、积肥

的技术依然可以沿用。现阶段，西南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生态文化自觉”现象，或开始重视民族生态文化，或收集、创办自己

的“民族博物馆”，或发展传统重要生计，有的已经具有十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人才返乡，为传统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发展本土技术方面，大多数地区要么聘请外地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要么依托本地的农户、组织来示范，运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外来技术因种种原因难以融入当地，也难以精准地把脉当地资源，

本地的农户、组织却在技术能力、运营管理方面又无法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在城市里务工习得先进技术的人才返乡创业，

将传统技术和现代科技有效结合，有助于发展本土技术。不少县域政府已经意识到，把大学生及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个突破

口来抓。西南地区不乏这样的案例，如笔者在贵州黔东南，看到返乡创业者俞某，其母亲为草药师，从小耳濡目染，对家乡的

生态环境、传统技术颇为了解。高中毕业后，他去黑龙江一带种植花卉，创建苗圃园，积累了丰富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2011

年回到家乡后，他针对地方生态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本土技术。如创新试种当地品种布富娜（苗语），亩产 4000-5000 斤，当

时市场价为 20 元一斤，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带动当地老百姓种植新品种。 

技术下乡，是改造传统生计的重要途径。对于某些农村来说，自生创新动力不足，急需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技术革新。在

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过程中，需注意将传统技术转变为中间技术。中间技术既继承了传统技术中的精髓，又能超越原有技术的

生产力，集合了较好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容易和当地社会的生产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易

于被劳动者所掌握，是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组织形式易于采纳的方式
3
。同时，中间技术成本低廉，对于风险等突发情况也容易

                                                        
3陈阿江:《次生焦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87 页。 

和传统农业种植相比，花卉的种植技术更精细，难度系数更大些。 

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第 145-154 页。 

假设将传统技术设置为“一镑的技术”，将科学技术设置为“一千镑的技术”，可能更需要的是“中间技术”，即“一百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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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具有精细化、小规模化、多样化等特点，与中间技术的发展维度非常契合。现阶段发展中间技术空

间有很多:可着力开展“森林-山地”生态、社会系统研究，为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完善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延续传统水田技术，因地制宜、全面升级;从广大小中农户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供给更为人性化的科学技

术。推进各种轻简的农业机械化，为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提供便捷，使得农村的农业生产就如同城市人种花养草一样。如果

能顺势将下乡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中间技术，便可大大提升农业科学技术的效率和贡献率。 

三、革新:发展新型合作组织 

从地理维度上来看，传统生计呈现“小、散”格局主要是因为多元、独特的生态文化面貌，森林、山地、低丘、高原、宽

谷、浅盆相间，河流、湖泊纵横。围绕着多元的生态系统，西南基层社会的资源管理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自治的。封建王

朝对西南基层社会进行直接管理的成本非常高昂，多为象征性地管辖，乡村治理结构一直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依靠代理人

进行治理。不仅如此，西南传统社会在每个生态单元内部的资源管理制度上是规整有序的。如建筑在梯田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云

南哈尼族，其以地名连名为特征的民族氏族制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协同一致性，梯田的开挖、引水、用水、管理都有一整套

家族、民族的集体管理制度。又如贵州黔东南侗族，有活路头制度、侗款制度，苗族有议榔制度，黔西北彝族的则溪制，这些

不仅是民族社会内部运行的组织制度，也是维护当地生产生活秩序的管理经验。 

理想的公社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渗透到了基层社会，替代了原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传统的资源管理体系受到影响。

这一阶段农村的公共基础建设有较大发展，但“一刀切”的政策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西南村落的传统生计面貌。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的农村改革，农业生产又重新回到了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加诸于农村、农

业的多种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生产生活发展迅猛，但承包到户、林权改革也迫使长久以来自治的地方

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瓦解、失效，“森林-梯田”的集体管理制度破碎为“原子化”的农户家庭经营管理。特别是在西南的一些

贫困地区，基层组织涣散，集体经济空壳化，农户家庭经营“小而散”的原子化状态非常严重。现如今国家也在培育发展新型

的农村合作组织，致力于推动农民的组织化，但效果却不理想，农民始终未能有效地自发形成合作共治体系。 

发展现代农业中，“小而散”的农户家庭承包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农田、山林等资源均等化的同时，也加重了森林山地

生态系统的碎片化，难以实现大尺度的生态效益。其次，单打独斗的小农户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环境。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小农

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各种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在经营规模、农业科技、市场营销、物流运输等环节占据优

势，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西南贫困地区的农户更加难以参与市场浪潮。再次，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影响下，个体农户在

农业生产上容易陷人消极涣散。多数依靠畜力、人力的传统小农，不再进行新的投入，有的转包给他人，土地、山林不会被转

包者精心照料。据调查，西南地区城郊的一些村寨土地被撂荒的占 30%-40%，偏远农村撂荒的占 10%-20%。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传统生计需要小农的再组织化，用新型的合作组织来整合小农。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农场来整合小农

显然是行不通的，一是生产成本高，在经济上容易陷入困境;二是村庄掠夺性，多无助于村落发展。相比之下，扶持家庭农场，

借助合作社、利用电商等新型网络化组织方式来整合农户家庭经营更为可行。先谈扶持家庭农场优势及问题。家庭农场一般是

指拥有中等规模的专业大户，面积大约为 20-100 亩，是村落中颇有能力的耕种群体，是生态自觉的新农人，科技兴农的骨干。

家庭农场的优势体现在:顺应了现阶段中国农业生产的新变革，坚持了农业家庭生产经营的传统优势，有助于破解农业环境及农

产品安全问题。家庭农场的社会关系根植于村庄，可以成为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目前，针对西南地区家庭农场的相关政策

支持总体上较弱，部分地区存在“政策好，落实难”等问题。家庭农场应是未来政策制度制定关注的重要群体。 

适当地鼓励合作社发展，将小农的生产管理规范化，并积极搭建市场，将一部分撂荒、无暇顾及的土地集中起来，高效利

用，结合地方生态文化特点，实行积极的农业生产，是发展传统生计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社的功能可定位于两方面:一是代理

经营市场，二是提供技术、管理指导。换句话说，合作社更多充当“市场经理”“技术总监”的角色。现阶段西南地区的合作社

                                                                                                                                                                                              
从技术层面，发展传统生计，不是将“一镑的技术”变成“一千镑的技术”，而是寻求将传统与科学有效融合“一百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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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快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还处于摸索阶段。有的地区误以为创办合作社是回到合作化时期，强调土地规模化、生产环节的联

合，在西南地区恰恰行不通。有的地区合作社生产、管理没有规范，产品内容单一，经济效益低下，难以为继。有的地区因文

化惯性，长久涣散的小农无法整合，农户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合作社流于形式。 

如何发展合作社？根据现有的情况，至少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其一，新时期农民的合作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性、

全方位的合作。充分激活基层政府强有力的带动作用，基于西南地方文化传统和社区本土的力量，推动农民的重新组织化，建

设村社共同体。其二，挖掘、传承西南地区传统生计中的合理内核，将农户的传统生计升级为生态、经济、社会兼容的现代生

产体系，并与第二、三产业相结合。据调查，现阶段的专业合作社，或是单一的农业生产，或是纯粹的乡村旅游，所产生的综

合效益并不高。发展综合性农业合作社不失为一条可行道路，可作为国家引导，重点扶持的一个方向。其三，积极开拓新的市

场渠道，积极做好农户与市场的衔接工作。合作社的发展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区要因地制宜。 

用县域电商去改造传统生计可大大拓展传统零批销售模式，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直接促进小农增收，带动乡村价值的

重新发现，给予西南地区后发赶超、弯道超车的机会。现阶段，西南地区的县域电商处于起步阶段，贵州、四川、云南等地均

有探索，但多数县域政府缺少经验，基层农民参与度不高，都面临着如何持续办好电商等问题。县域政府的问题表现在:一是管

理部门条块分割，没有系统地合力创办电商;二是忽视电商环境的培育，没有持续地深度发展电商。基层农民的问题表现在:一

是不知道如何生产“好网货”。优质农产品多处于原材料阶段，或因为供应链、加工链不健全，或因为质检、证照不齐全，无法

大规模在网上销售。二是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参与电商环节。在品牌、包装、设计、视觉、营销等环节没有衔接好，较容易偃旗

息鼓。 

如何发展县域电商？首先，县域层面的行政力量非常重要。和经济足够发达的沿海县域相比，西南地区的县域市场经济较

为落后，电商作为新兴产业，无法将其完全交给市场来主导，必须依托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系统地、持

续地培育电商的土壤，包括电商的顶层设计、氛围营造、产业配套、人才培训、品牌建设等，同时，政府、企业、科研部门建

立合作，才有可能办成县域电商。其次，农村社会与电商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电商是在城市培育出来的新事物，县域政府从

沿海城市引进的电商模式很难调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现阶段急需摆脱城市思维，接农村地气，让电商扎根于农村社会土壤。

基于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让广大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参与，与电商平台有效对

接，打造电商平台中的好商品，形成良好的供应链，才能真正激活县域电商。 

县域电商和农村社会融合方面，贵州省 L 县的俞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模式借助乡村经纪人，将千万小散农户有机地统

合在一起，和县域电商平台进行有效对接。具体做法是：电商平台以中心村/乡镇为单位，在其中找到 1-2 名经纪人，经纪人既

是农业技术精英，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为地方能人。由经纪人统领该村的农户签合同。每个中心村/乡镇设立一个服务站。经

纪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整合农村集散产品，引导农民规范生产，并在质检、运输等技术过程中指导农户，直至平台交易成功，

做好库存登记。县域电商公司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科技全程跟踪监控产品到终端，并负责农产品包装、销售和互联网交易

使用培训等。电商平台收取农产品利润的 15%作为管理费，经纪人收取 15%中的 60%作为收入回报。该模式不仅从源头生产上严

格地把握质量关，还可以有效地整合农村社会力量，获得较好的效益。 

四、创建“农工产业”体系 

西南地区的传统生计总体为弱势产业，表现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相对滞后，工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农业与工业体

系长期处于割裂的状态，还尚未形成完备的“农工产业纵向一体化”
4
。长期以来，西南大部分地处边缘、偏远地区的以高度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色。1949 年后，中国最重要、最紧迫的是开始着力发展军事重工业，由此跳过农业、轻工业，直接办重

                                                        
4县域电商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以电子化方式为手段，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所进行的商务活动过程。“郡县治，

天下安”，县域可作为推进农村电商最合适的行政单位。 

西南地区的县域电商多为 2015 年开始筹划、创办。 

文中主要指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农业和工业系统的交融，如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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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西南地区和全国步伐一致，如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展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均以重工业为首。90 年代以前，西南地区

重、轻、农产业比例关系需进一步调整。90 年代以后，农业与工业体系的协同发展才受到关注，部分地区开始大力发展以种植

业、养殖业为基础的加工业。总体来说，西南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条件，无法先发地完成传统农

业向工业体系纵向融合发展，“农工产业体系”起步相当晚。现阶段，除四川外，其他四省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产值均较落后

于中国东部、中部地区（见表 2）。 

表 22015 年分地区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排名 
汇总企业数 

（个）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税金总额 

累积值（亿元） 增速（％， 累积值（亿元） 增速（％） 累积值（亿元） 增速（％） 

全国 78427 193689. 3 5.0 12908. 0 5.3 12269. 6 5.0  

四川 6 3453 9140.2 5.3 597.4 1.3 558.5 -1.3 

云南 20 1108 3046. 1 10.9 337.4 15.7 1028. 3 3.4 

重庆 22 1041 2389. 9 10.3 176.6 10.4 202.0 0.9 

贵州 23 959 2053. 4 12.6 354.0 1.7 397.8 5.7 

西藏 31 31 37.0 -7.6 9.8 -4.9 3.0 -16.9 

数据来源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2016 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第 23 -24 页。 

 

近几年，西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产业优势，如云南的烟草制造业，贵州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但

这些产业大多尚未成为全省的经济支柱，一些具有全国性优势的资源远未得到应有的开发。如上文所述的“森林-山地”技术在

衰退，相关的木材加工产业等也相当滞后（见下页表 3）。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部分地区只是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经济，

缺少本土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户只有将产品全部贱卖给外地的深加工企业，没有议价权，随行就市，利润都被外地企业赚去，

增产不增收。部分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农副产品加工业，但总体质量、效益不高，带动能力欠佳，加工业产业结构与当地种植

业的类型、规模不匹配，企业规模偏小，技术、管理水平较低，品质难保障，内生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绿色品牌加工产品发

展比较滞后。 

表 3 2016 年按地区分组部分加工业当年价格销售产值（亿元） 

地区 农副食品加工业 
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

业 
烟草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全国 68857. 76 19034. 28 8855.8 15119.70 8826. 79 

西南地区 31464. 82 4511.07 2190. 5 741.52 685.42 

重庆 1052. 97 225. 66 129. 09 101. 73 87.36 

四川 2928. 88 2925. 88 190. 83 381.73 546. 90 

贵州 379. 89 1029. 79 341.25 187.00 46.75 

云南 738.73 303.12 1529. 33 70.51 4.41 

西藏 4.35 26. 62  0. 5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2017 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第 372 -420 页。 



 

 7 

以西南地区的 M县为例。近年来 M县政府招商引资，在城郊建立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但加工厂的持续性发展困难重重。

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工厂与当地的“森林-山地”资源、种养殖业规模极不匹配。如 2014 年 M 县某乡镇成立了芭蕉芋生产合作社，

达到近 5000 亩规模，到了收获季节，当地加工厂设备只进行面粉加工，不加工当地的芭蕉芋。生产合作社只能另外寻找市场，

最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广州某加工厂加工成淀粉出口。2015 年，M 县农户见芭蕉芋加工厂难寻，经济效益低下，纷纷砍掉

芭蕉芋，从此再不生产。2016 年后，政府引导创办的农副产品加工厂多亏损停办。如今工厂厂房被保留下来，仅作为应付上级

政绩检查的“临时道具”。 

虽然现存的问题较多，但“农工”产业体系的意义不容忽视。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规律来看，发展农工产业体系恰到好处，

不应过分追求高精尖的产业布局。尤其像云南、贵州等工业发展较不充分的省份，以资源初级加工产品及轻工业产品为主的工

业门类仍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有些地区盲目效仿沿海地区的高科技工业，建立大量新的厂房，进行工业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大比拼，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办好符合当地的“农工”产业体系。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如果当地的农副产品能得到帮助进行第一

阶段的加工，那么他们就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这样既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也有助于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西

南绝大多数劳动力对传统技术、生产方式更加熟悉，或许他们较难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却完全有能力成功参与到以传统技术

为基础的“农工”产业体系中来。在工业发展不充分，资金不足，劳动者素质偏低的情况下，创建“农工”产业体系，更能助

推欠发达区域现代转型、后发赶超，这一点也符合中央对西南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那么如何创建“农工”产业体系，推进西南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首先，“农工”产业体系将基于家庭农场、合作社这样

的主体组织形式。小农户因为生产经营规模有限，资金、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客观条件限制，与“农工”产业体系难以有效连接。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等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能够有效带动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这样，组织起来的小农便可以全面借助现代产业发

展契机实现价值增值。其次，根据区位的差异，在城郊可引导发展农产品集聚加工产业，打造产业发展集群。加工产业集聚规

模和效率直接影响区域发展水平，可有效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便于治理企业污染物。沿海地区的发展实践也充分表明，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是产业集聚较为明显的地区。在相对偏远地区，鼓励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电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培育发展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加工模式以弥补区位优势。再次，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和多业态形式相结合，横向与

纵向网络化延伸，如与旅游、休闲、文化、教育、科普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最后，推动产业向

“产品+服务”转变，积极推进加工体验、个性定制等新产业、新模式。 

发展“农工产业体系”有两个关键点:绿色与品牌。西南地区因保留了较好的生态传统，绿色产品加工业可成为今后的发展

方向之一。目前，绝大多数绿色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分布在东部和东北部各省区，从数量、产量和生产面积来看，东北三省、内

蒙古等最大。从加工产品的质量方面来看，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占有较大优势。西南地区相对滞后，其中，以

贵州、西藏最为薄弱。在继承生态传统的基础上，西南如果能稳步推进这项产业，将绿色农业发展列入扶贫优先方案，对绿色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环节予以税收优惠等，可以大大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带动地方经济。“绿色”不仅指产品，也指加

工过程，农副产品加工过程需实现零污染，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创建绿色加工体系，鼓励低碳、低耗、循环、高效

的发展模式，推出一批绿色加工先行区作为样板推广模式，可实现增效增绿增收。 

打造西南地区一批重点农业加工品牌。西南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大都藏在“穷乡僻壤”，长期依赖走“批零”渠道，没有品牌

意识，也不享受品牌溢价，实属可惜。现中国农业发展已进入品牌竞争阶段，品牌效益炙手可热。从企业来说，培育品牌既可

以展示自身独具的品质，提高竞争力和知名度，也可以创造比较高的经济效益。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收入的逐步提

高，消费者对于品牌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如能及时把握消费需求的变化，合理引导、培育农副产品品牌市场，可以促成经

济、社会、生态共赢的良好局面。农业品牌创立需要时间积淀，短则 10 年，长则 20-30 年，甚至更长，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不是短平快的生意，短期投资很难有高回报。还需要一支具有工匠精神的队伍，以及政府政策、制度的大力扶持和践行。 

就西南地区的某一传统生计，结合上文所述，从技术、组织及产业的角度尝试提出发展机制。以梯田的稻-鱼-鸭系统为例。

技术视角: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先总结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技术精华，如融合传统种养结合的“稻鸭共育”“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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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养”“稻田养鹅”等生产技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研究和创新技术，研究有利于梯田稻米生产的新型配套技术，丰富稻田产品

类型，开发特色水稻品种、多种水产品、绿色蔬菜等。组织视角：适时成立家庭农场、合作社、电商等新型合作组织，可借鉴

综合性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系统的案例。最大限度地限制农户将水稻田改作其他农业用途，进行稻作景观保护。形成良好的管

理制度，搭建广泛的市场渠道。产业视角：创建生态农业产业链，根据市场需求，实行综合利用和深度开发（深加工）相结合。

利用生态农业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开发认证生态产品，以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这一思路大致呈现出本文传统生计发展

机制的基本脉络。 

余论 

西南乡村地区的发展正处于千年变局的关键时期。小农经济形式的传统生计比重依然很大，这无疑成为西南农业地区转型

发展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

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如何发展？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回归到传统农业的粗放时代，也不能

釜底抽薪，全盘抛弃绵延千年的传统内核，更不能走西方现代石油农业的老路
5
，而应该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用一种新型

的中间技术来发展传统技术，用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方式来创建村社共同体，并用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来组织生产新型的生产结

构。基于村落传统，激发传统潜力，补足劣势，转化为优势。进入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走符合西南特色的农业生态现代化振

兴之路。图 1即为“家庭农场”替换“中农”后的示意图。 

 

综上，传承森林梯田技术，其中的混林农业、水田开发等均需要重新获得重视。当地民族要有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

代际相传传统农业文化技艺。主动挖掘传统技术中的经济价值，让传统文化扎根于经济效益良性运行的土壤。在农村经营外流

的背景下，要鼓励人才返乡，发展本土技术。另外，在科技下乡的过程中，政府要缝合传统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的鸿沟，形成

中间技术。发展新型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合作社、电商平台进一步把农户组织起来，既可以解决农户的技术改良问题，也增

强农户走向市场的能力。创建农工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打造绿色品牌加工业均是未来的可行之路。不仅可使

                                                        
5西方现代石油农业为前车之鉴，这种能源农业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之上，以输入的石油能超过输出的食物能为基本特征，打

破了封闭式农业循环生产力，制造出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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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产品附加值有所提升，也能真正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给予西南地区广大普通农村以新的出路。希望这些机制可以

帮助优化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特、小、散、弱”的格局，实现农村区域的生态现代化转型。 


